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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一言以蔽之 ,就是日本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的政策。“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军政当局立即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 ,制造种种

事端 ,激化中日矛盾 ,以此为借口 ,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 ,再扩大为“中国事变” ,

将战火从中国平津地区扩大到华北地区 ,再扩大到上海及华中地区 ,终于将“卢沟桥事件”这一

中日局部冲突 ,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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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一言以蔽之 ,就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

“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军政当局立即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 ,全力启动战争机器 ,将局部冲突扩大为全

面侵华战争 。战后 ,日本史学界极少数人以日本内阁实行了所谓“不扩大方针”[ 1](第 129 页),来为日本当局

辩护 ,企图为日本法西斯开脱侵略罪责。但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 ,正是日本当局将卢沟桥事件作为借

口 ,借题发挥 ,蓄意扩大事态 ,进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共分三个阶段:从七七

“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 ,将“卢沟桥事件”改称“华北事变”为第一阶段 ,从“华北事变”到日

本政府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为第二阶段 ,淞沪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为第三阶段。

一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 ,将“卢沟桥事件”改称“华北事变”为这一时期日本

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 。

1937年 7月 7日夜 ,日本中国驻屯军驻丰台日军 ,借军事演习之机 ,在北平南郊宛平县制造了卢沟

桥事件 ,史称“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是天津的日本驻屯军驻丰台部队 ,为了夺取控制北平 、天津的战

略要地 ———宛平县城而蓄意制造的事件[ 1](第 127 , 128 页),由于日本当局已做好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可

谓万事俱备 ,只欠借口。因此 ,卢沟桥事件一发生 ,便立即引起了日本各方的注意。在当地 ,驻扎在天津

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立即以一名演习的士兵失踪为借口 ,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 ,遭到中方拒绝后 ,便立

即调兵遣将包围宛平县城 。事实上 ,所谓“失踪”士兵 20分钟后已归队 ,但日军却有意隐瞒事实真相 ,以

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 ,一方面派人与中方谈判 ,企图胁迫中方就范 ,以便不战而夺取宛平;另一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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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于 7月 8日上午 7时 30分 ,命令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占领卢沟桥附近地区 ,解

除该地中国军队武装
[ 2]
(第 150页)。接到河边命令后 ,日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于 9 时 25分下

令:要求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立即撤退 ,根据需要 ,解除中国军队武装 ,占领卢沟桥。“占领卢沟桥是

驻屯军的意图 ,请迅速执行。”[ 3](第 343 页)根据这一命令 ,日军迅速完成了对卢沟桥和宛平县城的包围。

下午 3时 30分 ,河边坐镇丰台指挥日军 。5时 ,日军向河北省第三区行署和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 ,要求

中国驻军撤出宛平和卢沟桥 ,遭到中方的严辞拒绝。6时 5分 ,日军以猛烈炮火攻击宛平城 ,炸毁了专

员公署 ,炸伤了中国驻军营长 。驻平津地区的中国二十九军下令反击 ,才使日军的图谋未能得逞。自

“九一八事变”后 ,在华日军屡屡挑动事端 ,由于中方的妥协退让而屡屡得手 ,但自“西安事变”后 ,中国政

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日本侵略的扩大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 ,中国各阶级 、各政党以国共合作为轴

心 ,团结一致 ,共同抗日 ,形成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因此 ,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行为必然遭到中国军队

的顽强抵抗 ,使其占领宛平县城的预谋破产。日本中国驻屯军见硬攻不利 ,便改变策略:稳住局势 ,以待

时机。8日晚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在北平会见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 ,日本中国

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在天津会见中国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双方进行紧急磋商 , 9日凌晨 3时 ,中日

双方达成协议:立即停止射击 ,日军撤至丰台 ,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 ,宛平由中国保安队驻守①。

在中国东北和朝鲜 ,日本关东军于 7月 8月晨召开紧急会议 ,研讨“卢沟桥事件”的对策 ,会议一致

认为 ,应乘机对“(中国)冀察(地区)一击” ,决定将关东军第十一旅团主力调往长城一线待命 ,以支持日

本中国驻屯军 ,并另动员 2个旅团准备进行华北作战。关东军还派人赶赴天津 ,鼓动日本中国驻屯军

“彻底地扩大下去”。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获知消息后 ,立即向日本参谋本部进言:日本应“利用

这一事件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
[ 2]
(第 154 页)。可见 ,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都在以“七七事变”为契

机 ,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推波助澜。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 ,军政界的法西斯分子立即借题发挥 ,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 ,策划全

面侵华战争 ,并积极推动军部和内阁尽快决策 ,及早发兵 。在参谋本部 ,法西斯军人扬言 ,现在是“千载

一逢的良机 ,此时还是干为好”
[ 3]
(第 424页)。“事已如此 ,决心干吧! 应当制订进攻南京的计划。”

[ 3]
(第

415 页)一时间 ,硝烟四起 ,战云翻腾 ,对华开战之声甚嚣尘上。当日 ,参谋本部便拟定了向华北派兵的计

划:从关东军派遣 2个旅团 、从日本朝鲜军派遣 1个师团 、从国内派遣 3个师团到华北作战 。9日上午 ,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了所谓“不扩大”方针 ,即要求中方反省 、道歉 ,否则 , “我方将及时采取措施”
[ 2]

(第 157 , 158 页)。日本内阁所谓“不扩大” ,一是感到仅仅是“卢沟桥事件”还不足以作为扩大侵华的借口 ,

还需等待时机;二是将“七七事变”发生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 ,无理要求中方道歉 、撤军等 ,实际上是在使

事态恶化 ,以便寻求新的出兵借口;三是声称必要时日方将采取“适当措施” ,为日本择机出兵埋下了伏

笔。尽管如此 ,日本军部法西斯仍不满意 ,参谋本部第二部认为 ,中国正在继续准备抗日 ,这种情况再发

展下去 ,日本将失去出兵良机 ,同时 ,日本中国驻屯军也将陷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为此 ,必须从速出

兵救援[ 2]
(第 160 页)。这一意见得到军部认可。11日上午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提案 ,决定增

兵派往华北 ,声称“派兵是为达到目的而显示武力” 。会议决定将“卢沟桥事件”称为“华北事变” ,表明日

本内阁已将“不扩大”事态方针 ,改变为扩大事态方针 ,将“卢沟桥事件”造成的局部冲突扩大为华北地区

的战争。同日下午 ,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 ,声称中国第二十九军“于 7月 7 日夜在卢沟桥附

近进行非法射击 ,由此发端 ,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

日 ,已无怀疑余地。” “为维持东亚和平 ,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要对非法行为 、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

道歉 ,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 ,政府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 ,决定

采取必要的措施 ,立即增兵华北。” “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 ,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 ,希望由于中

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
[ 4]
(第 366 页)日本政府的派兵声明可谓一石三鸟:一是颠倒黑

白 ,将“七七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国第二十九军头上 ,诬陷中国驻军进行“非法射击”引发冲突 ,是中国方

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等等 ,以此作为日本大规模出兵中国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二是以所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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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混淆国际视听 ,来掩饰其扩大侵华战争的真实目的;三是以所谓“不抛弃和平谈判”行缓兵之计 ,因

为日本从国内派兵到华北需要数周时间 ,如果不加掩饰 ,其在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就会全军覆没 ,为

此 ,高唱“和平”来蒙骗中国当局 ,以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 。会议决定将“卢沟桥事件”改称“华北事变” ,

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完成了将七七卢沟桥事变这一中日局部冲突作为扩大侵华战争导火线的阶段。

从这一阶段的日本对华政策我们可以看出 ,日本内阁和军部默契配合 ,借题发挥 ,终于将“卢沟桥事

件”变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 。正如日本陆军省《业务日志》记载的所言:“事变发生后陆军大

臣姑且不说 ,政府的态度大致是乐观的 :̀卢沟桥事件' 近期可以解决 。然而 ,担心这样大嚷大叫 ,煽动举

国一致 ,仅仅只解决`卢沟桥事件' ,无论如何也不会满意 ,如果一疏忽就会给人留下话柄 。同时 ,因为是

建立举国一致体制的好时机 ,就想利用这一机会把多年的悬案解决好 。这种考虑在内阁成员 、特别是总

理心中是很牢固的。”[ 5](第 5-7 页)“想利用这一机会把多年的悬案解决好” ,即利用“卢沟桥事件”之机 ,

实现日本多年想解决的将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目标 ,这就是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质 。

二

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是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 ,日本以全面灭亡

中国为目的 ,不仅在华北发动进攻 ,而且在上海挑动战端 ,将战火延伸到华中。

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声明实际上是没有宣战的宣战书 ,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动员令。当晚 ,日本

内阁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召集贵族院 、众议院议员代表 、财界和新闻界人士开会 ,通报内阁会议决定派兵

华北声明的经过 ,要求得到两院和各界的支持 。在近卫的亲自煽动下 ,日本掀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 。当

日晚 ,日本参谋本部在下令动员国内师团的同时 ,要求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迅速向华北派遣援军;同海

军达成华北协同作战协议 ,尽量将战争限定于华北。必要时 ,出兵青岛和上海。作战以陆军为主 ,海军

主要担任华中 、华南的警戒 ,当战争扩大到华中 、华南时 ,陆军至少应派遣 2个师团协同海军作战[ 5](第

5-7 页)。参谋本部还立即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迅速赶赴华北指挥作战。

日本政府的派兵决定传到日本中国驻屯军后 ,立即出现了对华开战的紧张气氛 ,参谋专田盛寿认

为 ,出兵华北表明内阁会议下了重大决心 , “为了解决多年悬案———中国问题 ,现在是绝好的机会”[ 6](第

25 页)。在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以此次事变为契机 ,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目前 ,要暂停与

中方的谈判 ,逐步集结兵力 ,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以彻底打击和扫荡。日本中国驻屯军在给陆军中

央的《形势判断》中建议 , “我军为使以后的行动较为有利 ,应坚决改变态势 ,示以坚定的决心促进谈判 ,

其结果将不得不发动武力” [ 2](第 171 页),表明日本中国驻屯军确定了以武力夺取华北的方针 。7 月 12

日上午 ,新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到达天津 。香月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陆军中央接受

任务时 , “感到那时必要的紧急派兵 、内地 3个师团的及时动员 、山东作战的意图等 ,完全是对华作战的

开端”[ 3](第 563页)。离开东京前 ,“我认为我自己是在扩大的考虑之中 ,作为军队 ,即使进行交涉 ,也必

须考虑作战 ,作战制胜是第一位的”
[ 1]
(第 533 页)。香月是日本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而被派往中国的 ,

他也正是抱着扩大侵华战争的指导思想而走马上任的 。为此 ,香月一到天津就下令全军 ,随着增援部队

的到来 , “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2](第 178页)。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 ,以外交活动相配合 ,向

中国第二十九军提出新的谈判条件: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 ,罢免排日要人 ,撤除冀察地区的国民党系

统各机关 、各排日团体 ,取缔排日言论 、排日运动和排日教育 ,北平城内不得驻扎军队等要求 ,如果中方

不同意 ,就被认为是没有诚意 ,日本就有了开战新借口。正如香月所言 ,这样一来战争一定会扩大 , “其

结果要变成全面战争” [ 2](第 179 , 180 页)。

日本中国驻屯军的设想得到陆军中央的认可。7月 15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制订了作战计划 ,将华

北作战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进攻北平郊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 ,第二期在保定 、石家庄一线同中国中央军

决战[ 5]
(第 15 页),同日 ,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在《形势判断》中提出 , “帝国务须向华北派遣所需兵团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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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最短期间内解决事变”
[ 2]
(第 194 页)。7月 17日 ,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将对华交涉改为有限期交涉 ,估

计日本中国驻屯军能在 19日前完成作战准备 ,便将有限期定为 19日 。对华交涉的主要内容是:一 、第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式道歉 ,处罚中方责任者 ,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一

带;二 、若中方不予履行 ,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 ,进攻第二十九军 ,并立即将国内师团派往华北等[ 7](第

448 页)。接到日本内阁指令后 ,日本代理驻华大使日高信六郎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 ,在华

北 ,中国军队多于日本军队 ,日军受到了“威胁” ,因此 ,日本派兵华北是“必要的” ,而中国派遣中央军到

华北则是“扩大事态” 。日高通告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和行动 ,不得妨碍中日双方在当地的

交涉 ,限于 19日前答复
[ 2]
(第 199 页)。与此同时 ,在华北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中国第二

十九军提出了有限期要求 ,其内容便是 7月 13日向陆军中央呈送的报告———《情况判断》中对中方的要

求。针对日本政府的有限期交涉 ,当天下午 ,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 ,中国政府外交部也照会日本政府 ,揭

露了日本有意制造事端 、乘机扩大事态的阴谋 ,重申中国的自卫决心 ,提出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的建

议。当晚 ,中国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答复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中方大体上承认日方要求 ,

由宋哲元军长向日方道歉 。7月 18日 ,宋哲元访问香月清司 ,表示了中方诚意 。尽管如此 ,由于日方是

有意寻衅 ,所以 ,无论中方如何应对 ,日方都不会罢休。19日晚 10时 ,日本中国驻屯军宣布:从 20 日零

时开始采取自由行动 。20日凌晨 1时 30分 ,日本外务省宣称 ,事态恶化是由于中国政府妨碍当地交涉

和派兵北上造成的。20日晨 ,日本参谋本部会议认为 , “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 ,为使平津地区

安定 ,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 。”为此 ,将从关东军和朝鲜调往华北的日军编入日本中国驻屯军 ,并着手

从国内派兵。这一决定得到内阁认可[ 2](第 206 页)。21日上午 ,日本内阁陆相杉山上奏天皇 ,请求尽快

从国内派遣 3个师团到华北 ,天皇顾虑重重地问道:“现在 ,(卢沟桥)事件已经解决 ,如果对方一切都实

行的话 ,怎么办呀!”[ 2](第 211 页)很明显 ,天皇的顾虑也在师出无名 ,陆军中央不得已 ,只好静待时机。

25日 ,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指使下 ,从朝鲜调到天津的日本第二十师团一部 ,非法占领了北平至天

津的廊坊车站 ,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制造了廊坊事件。26日下午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部乘坐 26辆汽

车 ,来到北平广安门 ,企图进入北平 ,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制造了广安门事件。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一发生 ,日本中国驻屯军立即以此为借口 ,向陆军中央报告:“对于在廊坊附近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 ,我

军为了自卫而动用了兵力 ,给该地中国军队以惩罚 。以此为转折 ,不得已事态可能扩大 ,为此 ,恳乞批准

可随时使用武力 。”

日本陆军中央接报后欣喜不已 ,一致认为行使武力的时机已经到来 ,参谋本部立即同意日本中国驻

屯军“可以行使武力”[ 2](第 215页)。27日晨 ,日本陆军中央决定迅速从国内派遣 3 个师团到华北 ,得到

内阁和天皇的同意。同日 ,参谋本部命令日本中国驻屯军向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二十九军发动攻击。

28日 ,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攻击 ,当晚 ,控制了平津地区。8月 5日 ,日本参谋本部在

《形势判断》中指出 ,中日两国已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国内师团到达华北后 ,尽快发动

华北会战 ,“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的空军 ,给予沉重打击 ,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

服 ,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
[ 2]
(第 231 , 232 页)。日本参谋本部的意图很清楚 ,以华北会战给中国军

队以打击 ,即速战速决 ,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 ,以尽早结束中日战争 ,标志着以“七七事变”这一中日局部

冲突 ,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精心策划下 ,急剧向全面战争扩展 、升级 。

当日本陆军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华北的战争之时 ,日本海军也在积极推动出兵上海 ,将侵华战

争扩大到华中。“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海军就预计战争将波及全中国 ,便秘密制订进攻华北 、华中 、华

南作战计划 。7月 16日 ,在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 ,在向海军军令部呈送的《对华作

战用兵的意见》中提出 , “欲置中国于死地 ,以控制上海与南京最为重要” 。他主张派遣 5个师团兵力进

行华中作战 ,确保攻占上海与南京
[ 5]
(第 186 页)。7月 27日 ,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决定:“鉴于今后

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 ,因此 ,海军应做好全面对华作战准备 。”
[ 2]
(第 224 页)8月 9日 ,日本

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驾车冲进上海虹桥机场 ,开枪打死了机场保安人员 ,被保安队击毙 ,史称“大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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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大山事件”是否是日方有计划的挑衅行为 ,尚无史料证实 ,但该事件一发生便被日本当局所利用 ,

作为出兵上海 、将战火扩大到华中的借口。13 日上午 ,日本内阁会议确认了陆海军出兵上海的决定。

同日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吴淞港口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为依托 ,从日租界向中国军队发动进

攻 ,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8月 14日 ,日本海军航空队先发制人 ,袭击南京 、杭州 、南昌等地中国空

军机场 ,将战火扩大到长江下游地区。当晚 ,日本内阁举行临时会议 ,要求正式对华宣战 ,将华北事变改

称中国事变 ,迅速攻占南京 、洛阳等地。15日 ,日本内阁发表《帝国政府声明》 ,诬蔑中国方面“非法暴戾

已极” ,“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 ,促进南京政府觉醒 ,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4](第 370 页)同日 ,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日本上海派遣军 ,辖 2个师团 ,准备开赴上海作战。9月 2日 ,日本内阁临

时会议决定 ,将“华北事变”改称 “中国事变” 。至此 ,中日战争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战争。

综观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日本当局是在极力制造事端 ,寻找借口 ,将中日“卢沟桥事件”局部

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继“卢沟桥事件”之后 , “廊坊

事件” 、“广安门事件” 、“大山事件”也成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 ,这是日本实施全面灭亡中国的既定

国策的必然结果 。

三

淞沪会战是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 ,是以军事进攻为

主 ,外交攻势为辅 ,软硬兼施 ,速战速决 ,迫使中国屈服 。

8月 18日 ,日本天皇在召见陆军参谋总长 、海军军令部总长时提出 ,战局渐次扩大 ,要想迅速收拾

时局 ,促进中国反省 ,只能集中兵力 ,给中国以重大打击。21日 ,陆军中央和海军中央将协商的结果上

奏天皇 ,确认了迅速取得对华军事胜利 ,尽早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 2]
(第 283-285 页)。按照这一方针 ,日

本当局采取军事与外交相配合 、以军事为主的策略 ,企图在短期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国内 ,日本当局迅速建立战时体制。9月 3日 ,日本天皇在议会的开幕式上 ,赞扬侵华日军正在

“排除万难” 、“发扬忠勇”对华作战 ,目的是“促进中华民国省悟” 。这篇开幕辞被日本当局称为对华战争

的宣战书 。9月 5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议会发表施政方针 ,表示日本将迅速地给中国军队以打击 ,

使其丧失战斗意志 ,如果中国继续顽固抵抗 ,日本将长期打下去 。他要求尽快建立“举国一致”体制 ,即

战时体制
[ 2]
(第 305 , 306 页)。近卫的施政方针得到议会的支持 ,议会决定增加 20亿日元的临时军费 ,并

制订了一系列的战时统制法令 ,以支持侵华战争 。9 月 13日 ,日本内阁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

纲》 ,动员全体国民支持战争。11月 18日 ,日本成立大本营 ,统一指挥日本陆海军 ,表明日本战时体制

的完成 ,为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保证。

在军事方面 ,日本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上海会战和华北会战。在华北方面 ,8月中旬 ,日本国内 3个

师团相继到达平津地区 。8月 11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从北平向平绥线发动进攻 ,在南口遭到中国军队

顽强阻击 ,日本当局决定再从国内派遣 4个师团赴华北作战。8月 31日 ,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组建日本

华北方面军 ,下设 2个军 ,辖 8个师团 ,其任务是:“迅速歼灭河北省中部之敌 ,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 ,获

得结束战局的机会。”[ 5](第 36 页)9月上旬 ,日本国内师团相继到达华北 ,日本华北方面军分三路发动华

北会战:一路北进 ,沿平绥线推进 ,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相呼应 ,进攻内蒙 、山西;一路沿平汉线推进 ,进

攻保定 、石家庄等地;一路沿津浦铁路线推进 ,进攻山东等地。至 11月 8日 ,日军相继攻占张家口 、包

头 、石家庄 、太原等地 ,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 。

在上海方面 ,8月 23日 ,日本上海派遣军 2个师团在上海进行登陆作战 ,遭到上海中国守军的顽强

阻击 ,进展缓慢 。9月上旬 ,日本又增派 3个师团 、3个旅团兵力投入上海作战 ,仍无大的进展。日本当

局不得已 ,又从华北抽调 1个师团 、从国内再派 3个师团增援上海作战 ,使投入上海作战的总兵力达 9

个多师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 ,日本设立日本华中方面军。中日双方激战至 11月 12日 ,日军以死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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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人的代价才攻占上海 。

军事与外交是战争之两翼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是流血的政治 ,外交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为

政治服务的 ,也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为战争服务的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 ,日本在积极策动全面

侵华战争的同时 ,也在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为侵华战争服务。在“卢沟桥事件”之初 ,日本极力避免与中国

政府交涉 ,以有利于对华北地方政府施压 ,将“卢沟桥事件”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 ,制造扩大侵华战争的

借口 。日军占领平津地区后 ,为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 ,便将对华外交提上了日程。8 月 7 日 ,日本陆 、

海 、外三省又制订了《日中停战条件》 ,要求在平津地区周围划分出非武装地带 ,在非武装地带建立亲日

政权 ,解决日中间悬案等等 ,以上条件要促使中方提出
[ 4]
(第 367-369 页)。日本此时愿意与中国谈判的主

要目的 ,一是用外交手段巩固平津作战的军事成果 ,二是以外交谈判来掩饰其军事行动。正如日本外相

广田弘毅在给驻华大使川越茂的电文所言 ,从国内派往中国华北的 3个师团 ,预计在 20日左右才能集

中完毕 ,在此之前 ,无论如何需要同中国谈判[ 2](第 248 页)。8月 7日 ,日方代表川越茂等人到达上海。9

日 ,中方代表高宗武亦到达上海 ,双方开始了接触 ,但由于“大山事件”的发生 ,此次谈判宣告流产。

日本发动华北会战和淞沪会战 ,是企图以军事打击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以避免陷于中日长期战争。

淞沪会战一开始 ,中日双方展开激战 ,战局出现胶着状态。9月上旬 ,日本增派 3个师团参加上海作战 ,

战局依然严峻。上海久攻不下 ,给日本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 。9月 13日 ,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指

出 ,10月中旬左右 ,日军将在上海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 ,在华北也将击败敌人 , “这将是与中国

媾和的最好时机 ,失去这个时机就会变成长期战争。因此 ,从现在起 ,需要在外交方面开展秘密活动”。

他认为 ,日中处于敌对状态 ,不便直接交涉 ,宜请德 、意斡旋[ 2](第 342 页)。在日本参谋本部强烈要求下 ,

10月 1日 ,日本内阁首 、陆 、海 、外四相会议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要纲》 ,提出日本对华战争“当前的目

标 ,是期望这次事变在取得军事成果与适当的外交措施的配合下 ,尽快结束战争” 。为实现这一目标 ,军

事行动的目标是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 “外交措施的目标 ,在于迅速促使中国反省 ,将中国诱导到我

方所期待的范围内 ,对于中国与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 。与中国谈判的主要条件是 ,中国承认

满洲国 ,放弃排日抗日政策 ,与日本共同防共 ,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 ,在华北与上海等地设置非武装地带

等
[ 4]
(第 370-372 页)。10月2日 ,日本陆 、海 、外三省又决定 ,以日中直接交涉为基本方针 ,不排斥“第三国

的公正斡旋” [ 8](第 178 页)。以日中直接交涉为基本方针 ,在双方正在激战之时是很难实现的。10月上

旬 ,上海作战仍未出现对日本有利的态势 ,日本当局焦虑不安 ,不得不改变日中直接交涉的基本方针 ,转

向请求第三国的斡旋 。10月 21日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希望德国出面斡旋日

中和谈。22日 ,德国政府同意介入中日和谈 ,指令驻华大使陶德曼 、驻日大使狄克逊具体负责 。10月

30日 ,陶德曼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转告了德国政府的意向 ,陈介表示希望知道日方的谈判条件。

11月 2日 ,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出了与中方谈判的条件:(1)在内蒙古建立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

府” ,(2)将平津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 ,(3)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 ,由国际警察管理 ,(4)中国停止抗日政

策 ,(5)日中共同防共 ,(6)降低日货关税等等[ 8]
(第 179 , 180 页)。11月 6日 ,陶德曼会见蒋介石 ,转告了

日方的谈判条件 。此时 ,正值九国公约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讨论中日战争问题之际 ,蒋介石断然拒

绝了与日方的谈判 ,使日本对华外交攻势受挫 。

从以上可以看出 ,淞沪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 ,主要是通过华北会战与上海作战 ,速战速决 ,以避

免出现中日持久战的局面 。但日本当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力量 ,使得中日全面战争

之初 ,日本进攻相继受挫 ,久攻不下 ,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投入上海和华北作战 ,从而一步步地走向中日

持久战的泥潭。如果从短期军事作战角度来看 ,日本的确是取得了华北会战与淞沪会战的胜利 ,战果显

赫 ,但中国并未屈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日本又未能达到目的 。在外交方面 ,日本企图以外交配合军

事 ,诱导中国屈服 ,但以失败而告终 ,完全未能达到目的 。因此 ,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只能说是胜败

参半 。

纵观“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时期的中日战争史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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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按照这一方针 ,日本军政当局以“七七事变”为导火线 ,不断制造事端 ,增兵中国 ,一

步一步地将中日局部冲突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这一时期 ,为了达到全面侵华战争的总目标 ,日本军政

当局也经常使用外交手段显示日本的“和平”与“善意” ,但事实证明都是用来掩饰侵略行为的烟幕 。在

这一时期 ,日本当局内部也出现过“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吵 ,但二者之间并无实质分歧 ,只是策略

与手段的分歧 ,并不能达到否定日本侵华战争本质的目的。

注　释:

①　参见 1939 年《文汇年刊》刊载的王冷斋所著《七七事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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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apanese Po licy to China f rom the Lugouqiao Incident to the period of the Songhu

resistant batt le , was to launch the all-out w ar of agg ression against China.After the Lugouqiao

I ncident , the mili tary and civil authorit ies of Japan expanded the Lugouqiao Incident to the Incident

o f North China , then to China' Incident.Finally , the Lugouqiao I ncident was enlarged to the all-out

w ar of agg ression again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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